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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到2001年間，在美國實際工資增長總量中，前10%的高收入工薪族獲得了49%的增量，而前1%的工薪族獲得了驚人的24%。而同時，墊底的50%工薪族獲得的份額還不足13%。情況為何會這樣呢？非平等主義者是否應該在意呢？
我引用的資料來自西北大學(Northwestern University)兩位作者一篇出色的論文*。作者提出了一個簡單而有力的問題：假如美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，為何美國大多數公民沒有變得更富裕呢？
文章得出的結論是，勞動生產率和實際所得之間的正常關係被打破了。所以從1966年到2001年，實際收入中位數(在收入分配中居中者的收入)僅提高了11%。同期，位置排在自下而上90%(自上而下10%)的工薪族收入提高了58%，排在99%的工薪族提高了121%，而前0.1%的工薪族提高了236%，前0.01%提高了617%.

1997年到2001年間，前0.1%的工薪族在工資總增長中獲得接近8%的份額，而前0.01%得到將近4%。後者在增長的收入中所占的份額，超過20%收入最低工薪族的2倍。結果，美國的收入分配，在過去40年裏明顯變得更加不平等了：前10%的份額從1996年的27%，上升到了2001年的38%；前1%的份額從6%上升到了12%；前0.1%的份額從1%上升到了5%(見圖表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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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資料僅代表工資收入。而市場經濟中最富有的人是生產資本的擁有者。這點仍然成立：在2001年，前1%的收入所得者得到了非工資收入的34%，但「僅」得到了工資收入的11%。這裏的不平等同樣在上升：1966年，這個精英群體只獲得非工資收入的24%。而在前1%的收入所得者中，非工資收入在收入中的份額也在下降，從1966年的61%，下降到2001年的50%。對前0.1%的收入所得者，這個比例從收入的72%下降到60%。
對那些位於收入分配頂端的人來說，工薪收入的重要性在提高，這在一項針對更長期轉變過程的分析中也有所反映**。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(NBER)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，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20世紀中葉急劇下降後，現在正在回到差不多一個世紀前的水準(見圖表)。1971年，美國收入分配中前0.01%的份額，從1916年的近4.5%，下降到約0.5%，1998年又上升到3%。上世紀早期的下降多是由資本收入的驟降造成，1971年之後的上升多是由工薪收入的提高造成。
結果，作者得出結論，「在收入分配的頂端，頂尖工薪族取代了資本收入所得者的位置。」此外，其他英語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，但程度較小，不過在日本和歐洲大陸則非如此(見圖表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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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會這樣呢？一個經典的解釋就是「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」，全球化對無技能人員收入的影響則強化了這一變革。但正在顯現的模式卻幾乎無法以此來解釋，因為即便在具備很強技能的人群中，收入差距還是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增長。
看似更為合理的答案是，體育與娛樂圈的「超級明星」現象，以及企業老闆和投資銀行家攫取比以前高得多的相對薪酬的能力。西北大學的作者斷定，在美國收入分配的0.01%精英中，頂尖企業高管的收入占到一半多。
那麼他們值這麼多錢嗎？這是個有爭議的問題。比如，我對此就持懷疑態度。美國首席執行官的報酬與平均工資之比，從1973年的27倍上升到了2000年的300倍。但這種暴漲基本上限於美國。雖然美國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表現可能比其他地方的好，但也很容易找出表現令他們黯然失色、酬勞卻不及美國同行的非美國首席執行官。實際上，高管的報酬是一場交替前進的遊戲，每家公司的薪酬委員會都試圖付給首席執行官高出平均水準的報酬，上述結果就不可避免了。
這帶來了一個更大的問題：美國收入分配中的這些變化要緊嗎？我會說，即便對非平等主義者也很要緊，原因有三：
首先，收入狀況的流動性並不能抵消日益加劇的不平等。正如兩位西北大學作者所指出，「收入頂端的人有一半10年後仍然在那裏，但相對墊底的人群而言，收入頂端人群的財富在持續增加」。脫離底部的機率很小。此外，兩代人之間的機會也受到了負面影響。
其次，經濟未能在過去數十年為多數人帶來不斷提高的收入，導致人們氣餒。美國的個人主義或許能抑制這種反應，但大部分文化做不到。
再次，政治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民粹主義：美國「右派」已成為「富豪民粹主義」(pluto-populist)——一個由自由市場宣導者、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保守主義者組成的聯盟，而「左派」則日益變成了「保護民粹主義者」(protecto-populist)——一個由貿易保護主義者、主張政府干預的人士、社會自由主義者和反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聯盟。這會危及到知識份子的團結與理智的決策。
只要新增收入的分配仍然像近幾十年一樣不公，美國的政治就很可能至少依然像今天一樣難以駕馭。此外，只要這種趨勢繼續下去，許多其他高收入國家就會抵制美國的經濟模式。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。但「鍍金時代」(Gilded Age)的回歸是件大事，對於美國和世界都是如此。(鍍金時代:美國歷史上1870年代出現的粗鄙實利主義和明顯政治腐敗時期——編者注。)

*伊恩•迪尤-貝克(Ian Dew-Becker)和羅伯特•戈登(Robert Gordon)，《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到哪去了？》(Where did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go?)，國家經濟研究局11842號工作論文，2005年12月，www.nber.org。
**湯瑪斯•皮凱蒂(Thomas Piketty)和伊曼紐爾•賽斯(Emmanuel Saez)，《頂端收入演變》(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)，國家經濟研究局11955號工作論文，2006年1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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